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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接受冠状动脉搭桥手术(CABG)的患者术后易并发心房颤动(AF)，心房颤动的发生显著增加死亡、

卒中的风险，并且影响患者的远期预后。本研究通过分析接受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患者术后出现房颤的

危险因素，并随访出现房颤患者远期预后，从而为拟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患者围手术期的风险评估提供

一定的理论依据。方法：本研究分为两组，采用对照原则，手术后出现新发心房颤动(POAF)的患者被指

定为病例组，而没有出现POAF的患者被指定为对照组。采用卡方检验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这些变量。

使用逻辑回归模型进行多元分析，筛选出与AF相关的危险因素。结果：高龄、心功能水平、术前合并瓣

膜病史、同期接受瓣膜手术、术中主动脉阻断时间及体外循环运转时间均具有统计学意义。通过多因素

回归分析得到搭桥术后独立危险因素包括高龄、心功能水平、主动脉阻断时间、体外循环运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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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Patients undergoing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CABG) are prone to postoperative 
atrial fibrillation (AF), which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risk of death and stroke, and affects the 
long-term prognosis of patient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risk factors of postoperative atrial fibril-
lation in patients undergoing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and followed up the long-term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thu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erioperative 
risk assessment in patients undergoing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Methods: The study wa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using the control principle. Patients with new onset atrial fibrillation af-
ter surgery were assigned as the case group, while patients without POAF were assigned as the 
control group. Chi-square test and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se variables. 
Multivariat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screen out th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F. Results: Age, level of cardiac function, preoperative history of valvular disease, 
concurrent valve operation, time of aortic occlusion and operation time of cardiopulmonary by-
pas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after bypass surgery found by multiva-
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include old age, cardiac function level, aortic occlusion time, and cardi-
opulmonary bypass operati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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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后出现新发房颤的发病率居高不下，Hong-Jae Choi 等人研究收集了 327 例患者的

病历资料，通过多因素逻辑分析表明 POAF 发生率大约在 28.4%，并且建议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应主动评

估术后心房颤动的危险因素，并更多地关注已有合并症(如卒中、抑郁症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老年人[1]。
患者术后常规接受心电监护，实时监测心律变化，当单导联心电图(≥30 s)或 12 导联心电图(≥10 s)显示 P
波消失，代之以大小、形态及时限均不规则的颤动波(f 波)、RR 间期绝对不规则时，即可诊断出现心房

颤动[2]，出现心律不规则是由于心房失去了正常节律所致，是搭桥术后常见且严重的心脏并发症。本研

究收集了术后 POAF 出现的时间，统计后发现术后的第 1 天到第 4 天房颤发生率较高。Echahidi 的研究

显示术后心房颤动往往发生在手术后 2 至 4 天内，术后第 2 天发病率达到高峰[3]，这与我们的研究基本

相符。我们收集的患者资料中，部分患者合并有二尖瓣、三尖瓣或主动脉瓣疾病，需同期行瓣膜手术，

这类患者出现房颤的几率要比未同期接受瓣膜手术的患者高。房颤对死亡率和手术的成功率都有重要影

响，这种心律失常对老年人和病情危重的患者影响尤为明显，有研究表明这种心律失常显著增加了这类

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了他们的生存质量[4]。根据 2023 年心房颤动诊断和治疗中国指南中讲述，房颤在临

床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心律失常，临床分为四类，即阵发性、持续性、持久性和永久性[2]。医生需要采

取策略来降低 CABG 术后房颤的发生率，减少相关的医院费用，并优化手术结果。本研究详细介绍了我

们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对接受搭桥手术患者术后出现房颤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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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对象 

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通过对 1500 余例接受搭桥手术的患者病历资料进行

筛选，320 名患者被纳入本回顾性研究，我们对这 320 名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研究分析，收集患者的年

龄、性别、射血分数、左心房内径、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心肌梗死病史、心律

失常病史、心功能级别、住院时间、术前术后的心脏各房室内径、术前术后的左室射血分数等 31 个变量

的数据。我们收集的资料包括术前病人的一般情况、术中相关的手术资料以及术后部分参数、手术远期

效果和并发症。通过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探讨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患者术后出现房颤的危险因素。本研

究符合医学研究伦理学要求，患者均知情同意。 

3.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 首次入院接受冠脉搭桥手术的无心脏手术史患者。2) 旁路血管为乳内动脉和/或大隐

静脉。3) 术前常规心电图为窦性心律，既往无房颤病史。4) 行冠脉搭桥术前未使用抗心律失常药物。排

除标准：1) 术前已接受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的患者[5]。2) 植入永久性心脏起搏器的患者。3) 既往房

颤病史和/或其他室上性心律失常的患者。4) 围手术期预防性使用胺碘酮(即术前、术中或术后预防性使

用胺碘酮) [6]。5) 甲状腺功能亢进或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患者[7]。术后新发房颤的诊断标准：1) 术前无房

颤病史。2) 术后至出院期间有新出现的房颤。3) 患者在 ICU 全天心电监护，转入普通病房后继续监护

1~3 天，如有房颤心电图可诊断为 POAF。去除心电监护后，如患者有心律失常主诉和症状，则行 12 导

联心电图进行检查，如有房颤心电图可诊断为 POAF [8]。 

4. 观察指标 

术前的基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射血分数、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内径、吸烟史、饮

酒史、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心肌梗死病史、心律失常病史、心功能级别、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左

回旋支狭窄程度，右冠状动脉狭窄程度。术中变量包括是否体外循环、主动脉阻断时间、体外循环时间、

搭桥支数、是否同期行瓣膜手术。术后变量分别为术后 C 反应蛋白、24 小时引流量、术后呼吸机辅助时

间、术后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内径、ICU 停留时间。 

5. 统计学方法 

对于所有患者，收集的资料均通过 SPSS 进行数据分析，术后新发房颤患者与无新发房颤患者之间

的连续变量和分类变量，计数资料采用皮尔逊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检验水准为 α = 0.05。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入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P值 < 0.05在 95%可信区间(CI)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从而筛选出术后引发房颤的独立危险因素。 

6. 结果 

6.1. 两组患者基本情况对比 

本研究共纳入 320 例患者。其中 70.4%为男性，29.6%为女性，年龄 45~83 岁，其中高血压患者占

63.9%，糖尿病患者占 30.3%，存在术前心肌梗死病史患者占 26.5%，术前合并瓣膜疾病患者占 17.9%，

部分患者术前出现其他类型心律失常，此类患者占 2.5%。我们收集的患者中吸烟者为 28.2%，其中约 75%
的患者吸烟史在 30 年以上，饮酒史患者占 15.3%，其中约 74%的患者饮酒史在 30 年以上。所有患者术

前均接受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根据检查结果我们将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分为 4 类，以便于进行数据分析。

收集资料中术前平均左心室射血分数为 56.28%，将收集的患者信息分为两组，术后出现房颤的是病例组，

术后无房颤的是对照组，将两组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年龄被确定为具有显著性差异的因素(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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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无显著性差异(P = 0.54)，心功能的强弱具有显著性差异(P < 0.01)。采用多组别卡方检验，我们得到

冠状动脉狭窄程度高低不具有显著性差异。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确定了术前的左心房内径(P < 0.01)、
右心房内径(P < 0.01)、左心室内径(P = 0.039)、右心室内径(P < 0.01)均有显著性差异(见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wo sets of clinical data 
表 1. 两组临床资料基本情况 

 病例组(n = 90) 对照组(n = 210) t 值/X²值 P 值 
男性比例，% 22.2 48.3 0.464 0.496 

年龄( x  ± s，岁) 70.00 ± 7.15 66.11 ± 8.13 3.234 0.010 
吸烟史，% 7.9 19.8 2.383 0.304 
饮酒史，% 3.4 11.8 0.971 0.324 
心功能级别 2.79 ± 0.52 2.25 ± 0.80 4.847 0.001 

心肌梗死病史，% 8.0 18.5 0.049 0.824 
瓣膜病史，% 10.4 7.5 17.761 0.001 

心律失常病史，% 0.5 2.0 0.202 0.653 
高血压病史，% 20.3 43.6 0.740 0.390 
糖尿病病史，% 9.0 21.4 0.001 0.975 

LAD，%   3.831 0.280 
狭窄 70%以下 35.1 29.5   
狭窄 70%~80% 22.8 13.9   
狭窄 80%~90% 14.0 20.5   
狭窄 90%~100% 28.1 36.1   

LCX，%   3.490 0.322 
狭窄 70%以下 47.8 33.6   
狭窄 70%~80% 13.0 12.3   
狭窄 80%~90% 19.6 23.8   
狭窄 90%~100% 19.6 30.3   

RCA，%   4.089 0.252 
狭窄 70%以下 39.6 32.3   
狭窄 70%~80% 15.1 15.3   
狭窄 80%~90% 22.6 15.3   
狭窄 90%~100% 22.6 37.1   

LA 内径( x  ± s, cm) 4.30 ± 0.78 3.94 ± 0.48 4.083 0.001 
RA 内径( x  ± s, cm) 4.76 ± 0.74 4.44 ± 0.42 3.899 0.001 
LV 内径( x  ± s, cm) 5.02 ± 0.62 4.83 ± 0.53 2.096 0.039 
RV 内径( x  ± s, cm) 3.33 ± 0.99 2.94 ± 0.40 3.897 0.001 

术前 EF 值 55.05 ± 8.83 56.83 ± 8.14 −1.383 0.168 

LAD 代表冠状动脉左前降支，LCX 代表冠状动脉左回旋支，RCA 代表右冠状动脉，LA 代表左心房，RA 代表右心

房，LV 代表左心室，RV 代表右心室，EF 值代表心脏射血分数。 

6.2. 两组患者术中相关资料对比 

手术方式的选择也显著影响术后新发房颤的出现，14.3%的患者手术搭桥 1 支，25.6%搭桥 2 支，40.4%
搭桥 3 支，19.7%搭桥 54 支及以上。其中需要体外循环的患者约占 24.8%。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而接受

手术，需处理的病变血管支数本研究也进行了相关的统计，如表 2 所示，搭桥支数越多，术后出现房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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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率越大(P = 0.029)，搭桥患者接受两种不同的手术方式，部分患者合并瓣膜疾病，同期接受瓣膜的修

复或置换手术，通过皮尔逊卡方检验术后出现房颤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1)。此外，主动脉阻断时间、

体外循环运转时间在术后发生房颤和未发生房颤中有显著性差异(P < 0.01)。在发生房颤患者中，主动脉

阻断时间 53.64 ± 67.31 分钟，而未发生房颤患者中主动脉阻断时间为 11.37 ± 33.96 分钟(见表 2)。 
 

Table 2. Analysis of two sets of intraoperative data 
表 2. 两组术中资料分析 

 病例组(n = 100) 对照组(n = 220) t 值/X2 值 P 值 

搭桥支数   13.848 0.003 

1 支，% 26.2 9.2   

2 支，% 16.4 29.6   

3 支，% 44.3 38.7   

4 支，% 13.1 22.5   

同期行瓣膜手术，% 14.4 7.5 33.700 0.001 

接受体外循环，% 16.3 11.4 31.694 0.001 

主动脉阻断时间，分 53.64 ± 67.31 11.37 ± 33.96 5.939 0.001 

体外循环时间，分 81.72 ± 99.54 20.75 ± 53.66 5.646 0.001 

6.3. 两组患者术后资料对比 

所有接受搭桥手术患者术后 1 月内均复查心脏超声，术后 LA 内径及 RV 内径提示对房颤的出现具

有显著性差异。我们还得到接受搭桥手术后心脏的射血分数对于预测房颤也具有一定的意义。房颤患者

ICU 停留时间超过 8 天占 30.8%，而无房颤患者 ICU 停留时间超过 8 天仅占 8.5%。手术后出现房颤患者

呼吸机辅助时间超过 3 天占 29.7%，术后未出现房颤患者呼吸机辅助时间超过 3 天占 9.9%。一些术后变

量显示与搭桥后的房颤显著相关，术后房颤患者与无房颤患者之间对呼吸机辅助时间的需求存在差异(P 
< 0.01)，房颤患者术后重症监护室中位停留时间 10.22 天，无房颤患者中位停留时间为 4.61 天，两组存

在显著性差异。接受搭桥手术且术后出现房颤患者的住院时间显著高于未出现房颤患者，且住院期间的

费用也明显偏高。术后发生脑梗死的几率也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1) (见表 3)。 
 

Table 3. Postoperative data analysi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表 3. 两组患者术后资料分析 

 病例组(n = 100) 对照组(n = 220) t 值/X2 值 P 值 

术后 LA ( x  ± s, cm) 3.86 ± 0.63 3.64 ± 0.43 2.954 0.004 

术后 RA ( x  ± s, cm) 4.53 ± 0.61 4.46 ± 0.53 0.886 0.376 

术后 LV ( x  ± s, cm) 4.56 ± 0.53 4.51 ± 0.45 0.696 0.487 

术后 RV ( x  ± s, cm) 3.40 ± 1.00 3.00 ± 0.40 3.984 0.001 

术后 EF 值，% 52.97 ± 10.77 56.06 ± 7.82 −2.288 0.007 

24 h 引流量，ml 396.56 ± 340.12 364.89 ± 222.94 0.785 0.433 

ICU 停留时间，天 10.22 ± 14.26 4.61 ± 3.36 4.499 0.001 

呼吸机辅助时间，天 3.53 ± 5.20 1.59 ± 1.49 4.182 0.001 

术后 CRP，mg/L 103.37 ± 68.91 110.68 ± 70.34 −0.640 0.532 

术后脑卒中，人 15 7 15.684 0.001 

CRP 代表 C 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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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讨论 

POAF 增加了卒中、心力衰竭、死亡等不良结局的风险[9]，也增加了医院费用和医疗保健资源消耗。

术后心房颤动的发生不但加重了医疗负担，并且也给患者及家属带来了极大的损耗，包括经济上以及心

理上，显著增加了患者的恢复过程和患者的住院时间[10]。Sophie Z Lin 通过对 1307 例患者进行研究分析，

指出接受搭桥手术的患者术后出现新发房颤的概率大约在 27%，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接受搭桥手术的患

者，术前进行相关危险因素的分析，并积极预防此类疾病的发生是很有必要的[11]。接受搭桥手术同时需

行体外循环，其手术时间更长，手术创伤更大，心房肌出现缺氧以及再灌注心律失常的可能性更大[12] [13]。
本研究通过对体外循环运转时间的回归分析，得出一致的结果[14]。心房肌缺氧心肌细胞会产生大量自由

基物质，从而诱发氧化应激。Marios Sagris 已经指出氧化应激在心房颤动的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15]。搭

桥后冠状动脉恢复对心肌细胞的供血功能，也容易诱发再灌注心律失常，从而出现房颤[16]。本研究分析

指出，术前心脏的大小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 AF 的发生，尤其是 LA 的大小，已被证实与房颤的发生存在

联系[17]。我们收集的资料中，术后未发生房颤的患者中仅有 7 例出现脑梗死，既往均合并高血压、糖尿

病，其发生率为 3.2%，而术后房颤的患者中有 15 例出现脑梗死，其中 7 例合并糖尿病，5 例合并高血压，

3 例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其发生率为 15.3%。Kevin K P Wang 教授等人采用前瞻性研究，分析接受搭桥

手术的患者术后卒中与房颤的关系，确定了房颤是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18]。在发生房颤时，血液容易在

心房内瘀滞，形成血栓。如果血栓脱落，可能会随血液流向全身各处，一旦堵住血管，就会导致栓塞。

Umberto Benedetto 等人证明，术后房颤增加了术后出现脑血管意外的风险[19]。Alireza Oraii 等研究表明

术后出现房颤的中期总死亡率和卒中风险增加有关[20]。其研究指出新发 POAF 与中期全因死亡风险增

加相关(HR = 1.648，95%置信区间：1.402~1.937；P < 0.001)和 CVA/TIA (HR = 1.635, 1.233~2.167; P = 
0.001)。排除术后早期死亡的患者后，POAF 仍与较高的晚期全因死亡率显著相关(HR = 1.518, 1.273~1.811; 
P < 0.001)。然而，在术后早期存活且未发生卒中的患者中，有和没有 POAF 的患者发生晚期 CVA/TIA
的风险相似(HR = 1.174, 0.797~1.729; P = 0.418)。我们随访这部分患者，其生活大多不能自理，肢体活动

受限，出现肢体偏瘫患者有 13 例，3 例患者出现口角歪斜、言语含糊，6 例患者出现偏瘫伴有认知功能

下降、长期卧床，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卒中会严重影响患者预后生活质量，致残率较高，会引起残

偏瘫、失语、认知功能下降等，其他回顾性和前瞻性研究也证实了术后房颤和长期预后之间的关系[21]。
Meng-Hsin Lin 教授研究了房颤与脑卒中和死亡的关系，指出无论房颤是短期或长期，均独立增加脑卒中

和全因死亡的风险[22]。对于术后出现房颤的患者，应尽早通过 CHA2DS2-VASc 评分进行血栓栓塞风险

的评估，早期干预从而降低房颤引发卒中的风险，尽可能提高接受搭桥手术患者的长期预后，改善生活

质量。术后出现房颤患者平均呼吸机辅助时间 3.53 天，长期借助呼吸机呼吸，肺的顺应性就会下降，导

致呼吸肌麻痹，进而人体自然的呼吸功能下降。其次呼吸机治疗时间长容易出现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罗

文娟教授等人的研究指出 ICU 中 VAP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 90 天死亡率为 33.33%，180 天死亡率为

37.62%。VAP 的 90 天和 180 天死亡率高于非 VAP 组[23]。这提示我们针对术后出现房颤的患者，呼吸

机辅助时间尽可能缩短并早期预防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发生，从而改善患者预后。 

8. 局限性 

回顾性研究的通常局限性，包括难以避免的选择性偏倚，回忆性偏倚以外，这些结果还有其他几

个缺点，我们只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中研究了有限数量的患者，数据和人群特征可能无法

反映其他心脏病研究中心的特点，因此结果不能推广到我国的其他心脏病手术中心。其次我们未研究

除心房颤动以外的其他室上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因此我们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选择偏倚，这是无法避

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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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结论 

本研究共纳入 320 例患者，分析比较发现新发房颤患者平均年龄较大(70.00 ± 7.15 岁)，心脏功能更

差，术前心脏有扩大倾向，术中体外循环时间更长及术后呼吸机辅助时间明显增加，出现脑梗死的风险

更高。高龄仍旧是预测术后 POAF 的独立危险因素，此外，我们发现转机时间以及主动脉阻断时间对于

预测术后新发房颤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期接受瓣膜手术的患者术后新发房颤的几率增大，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但是合并瓣膜手术意味着主动脉阻断时间的延长，转机时间的增加，这与我们的发现相一

致。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术后出现新发房颤的独立预测因素包括高龄、心功能水平、

主动脉阻断时间、体外循环运转时间，术后出现房颤的患者其呼吸机辅助时间、住院时间以及脑卒中的

风险都高于无房颤患者，这些因素将导致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下降，影响远期预后效果。因此，我们应

针对术后出现房颤的高危患者早期给予相应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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